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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位于发展中心的平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成立七十年以来，不断提出

发展战略方向。自2010年，委员会的职责中特别强调平等，过去四届

会议上提交给该区域各国审议的主要文件中均表达了这一观点。因

此，近十年来，拉加经委会将平等作为发展的基本价值及不可简化的

道德原则，同时，平等成为公民诉求及政策辩论中日益重要的议题。

平等成为发展核心的原因有二。首先，“平等”作为现代化最珍

贵的传承，对民权的关注，对人性的召唤，为政策制订提供了新的基

础，。其次，迈向创新与学习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平等也是条件之

一，推动生产力、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社会理念传播并促

进民主及公民权的建设。

平等是指方法、机会、能力及认同平等（拉加经委会，2014）。

平等的方法可解释为更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产品品中工资占比更

高。在取得社会、经济或政治地位时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获得技能

的途径平等是指个人获得知识与能力，并运用于个人珍视的人生内容

中。另一方面，相互认同的平等表现在不同行为者福利、工作和权力

上的平等，当代和后代之间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以及群体认同的可见

性和肯定性。 

在本文中，以平等的定义作为起始点，讨论其作为经济效率驱动

力的作用。经济效率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创新、吸收世界各地成果、

缩小技术差距、在生产领域应用成果的速度，通过这些方式，提高生

产力，开辟可持续的新投资空间。这些产品和生产力增长，是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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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资源和发挥最佳技术学习潜力为基础的，同时保护环境。有人认

为，不平等不仅仅是结果，也是经济运行的关键制约因素，限制了经

济参与人获得能力和机会，使游戏规则和激励机制固化。这种舆论所

传递的核心信息就是，不平等大大增加效率成本，克服不平等，是发

展的必要条件。支持平等的政策不仅在社会福利方面产生正面作用，

也促进学习、创新，提高生产率，更利于经济体系发展。

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1965）一针见血

地指出法国政府在20世纪50及60年代初期采取的经济发展改革政策起

因：贫困导致效率低下。然而长久以来，经济学家的主流观点恰恰相

反，认为效率和平等是对立的，奥肯(Okun，1975)将两者之间的关系

称为《重大取舍》（the big tradeoff）。可以理解为，经济低速增

长是社会为减少市场竞争引起的不平等必须付出的代价。此观点在经

济文献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参考文献如：Acemoglu等人 ，2013；

奥斯特里、伯格、（Ostry, Berg & Tsangarides） 2014)，因此出现

了一种新的共识，不平等被视为发展的障碍。《不平等的新经济和再

分配》（鲍尔斯（Bowles），2012）正是研究了供给侧不同机制，通

过这些机制，不平等对创新和投资产生了阻碍。

以创新与建设能力为先的政策体制提高动态效率，平等是必要条

件之一。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从这个视角来看，平等在当今比过去

更具意义，能力建设和缩小差距变成一项更加紧急、必要的任务。当

前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加剧了这种急迫性，促使人们利用技术革

命，能源模式转型，将生产过程直接引入低碳路径，为保护下一代的

环境及生产力服务。因果关系与效率之间运行机制，是通过教育和技

能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消除创造力和歧视壁垒，福利国家提供社会保

险，使从业者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创新内在的风险，克服特权政治经济

文化对新从业者、新行业、新想法的阻碍，因为这些可能引发经济改

革，并挑战固有优势或政治特权的租借行为。

图1显示了诸多国家不平等与生产率之间的反比关系。这种关联

并不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相反地，正如全文所

述，因果关系不仅来自不平等，也来自生产力等复杂因素。

平等对供应效率起到的作用，促进需求效率增长。收入的分配可

能有助于在生产结构多样化并具竞争力的国家中扩大需求。因此，传

统凯恩斯主义关于分配和需求效率的观点，与熊彼特对创新和能力的

看法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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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产力与基尼系数， 2014 

(美元购买力平价 (PPA)并按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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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以格罗宁根大学，佩恩世界表 [在线数据] 为依
据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及哈佛大学，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SWIID)  [在线数据]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
istentId=hdl:1902.1/11992 。

注: 基尼系数以百分比表示。生产率以每位职工2011年美元产品购买力平价(PPA)表示。

从平等的角度来看，此观点与能力建设要求趋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该主题，对各国内部政策

中所显示出高度不平等的担忧日益增加，这与2015年国际社会所达成

的共识具有外部关联。因此，平等被认为是国际稳定和减少冲突的关

键因素。确保实现《2030年议程》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目标，

明确反映出这一普世共同的使命。

国际社会的共识不仅源于技术分析，也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与民

间社会对话。其中之一，是2017年4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论坛第一次会议针对可持续发展的一场讨论。与会政府当

局、国际组织、学术团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审核了该区域在平等和实施

《2030年议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2018年4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论

坛第二次会议对上述目标进行了持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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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国际局势具有不确定性

近期国际局势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变革，在环境可持

续性框架内寻求平等和效率已变得尤为迫切。虽然这些变革拓展了投

资与知识领域，但却凸显了不确定性，可能加剧本区域技术落后。

A.	全球化紧张局势加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来，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和东亚）首

次同时增长，虽然增长的步调差异很大。同时，由于自然资源价格

的回升，促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数字平台

的发展以及数字服务已覆盖世界近三分之二的人口，网络经济重要

性日益增长，数字革命正在加速发展，对危机的不同反应、中国持

续增长以及控制数字经济神经中枢的斗争，导致地缘政治的紧张局

势意想不到的加剧。

由于国际贸易自由化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动政策，所有国家，

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均受到世界市场竞争导致的全球化影

响，同时得益于技术进步，尤其是与数字技术进步，交易成本降低，

全球产业链得到发展。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东亚）的全

球化和高增长显著拉近了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从全

球化中受益。尽管经济增长了，但在许多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中期仍不断加剧，不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

担忧，围绕收入和财富集中问题，也引发了国际争论。 

尽管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下降，但在最发达的地区，

内部不平等正处于几十年来最高水平，基尼系数（最常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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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有所增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该指数在2014年达到了32，这是自二十世纪80年代

以来的最高值。在中国，该指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28.6增加到

2012年的48（最新数据）。拉丁美洲是这一趋势的唯一例外。在过去

十年中，即使拉丁美洲的不平等情况在世界上仍处在最高水平，但在

收入集中情况却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根据《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阿尔巴莱多（Alvaredo）

等，2018）数据，图2显示了1980 - 2016年间全球收入分配每个百分

点的平均收入的累积增长1。由此可见，全球化和市场开放促进了所有

国家人均实际收入的显着增长。然而，该图证实了全球收入以不同的

速度增长，产生了赢家和输家。可将人均实际收入平均增长20％到60

％定义为赢家——大部分来自中国或印度，这些经济体在过去30年中

出现史无前例的增长率。平均收入在第99百分点左右的人，他们是世

界上最富有的1％。人均收入全球分布在第70百分点和第90百分点之

间的相对落后，大多数是属于最发达国家中的（旧）中产阶级。 

图 2
全球分布中每位成年人每百分点收入的实际增长， 1980-2016

(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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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根据F.阿尔巴莱多（Alvaredo）等《世界不平等报告
2018》，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2018 [在线] http://wir2018.wid.world/files/download/wir2018-
full-report-english.pdf。

从分析中可明显看出全球化两极化使最富裕阶层受益。世界上最

富有的1％人群占1980至2016年收入增长总量的27％，而50％的人群

仅占增长总量12%（阿尔巴莱多等，2018）。大多数国家中最富有的1

％阶层收入持续增加。

1	 每位成年人的收入来自每位成年人的国民总收入分配 (Alvaredo等, 2018). 



拉加经委会  2018

11

虽然很难凭经验分离出经济体系中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影

响，但阿尔巴莱多等人（Alvaredo et al., 2018）和米拉诺维奇

（Milanovic，2016）的结论，以及上述关于通过十分位数收入演变的

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质疑。收入的两极化降低了中

产阶级的工资，导致家庭需要借债维持生活舒适水平。与此同时，收

入增长的受益者增加了对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不是投入于生产活动。

中产阶级负债的不断增加，加上金融资产的不成比例增加，导致次级抵

押贷款证券市场崩盘，这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原因。高度的不

平等，无法刺激工资增长，抑制了消费者需求，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 

B.	数字革命增加了不确定性

技术领域自身动态及对模拟活动的影响也具很大程度不确定性。十

年增长缓慢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与宏观经济现实不同的是，是数

字领域的不确定性却是其成功发展的结果。新技术的发展加速，其

影响在经济和社会中横向扩大。

分析跨境带宽的装机容量所测量的数据流量时，技术变革的加速

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贸易商品与服务、外国直接投资和融资强烈波

动背景下，从2007年开始，这种加速发展呈现出指数动力学趋势，特

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马伊卡（Manyika）等，2016）。由于处

理、传输和存储容量的增加，总体上，数字扩张并未受到资本形成、

增长和就业问题的影响。

从多个指标中可观察到变革的速度，其中与互联网接入、移动技

术使用相关指标变革尤为突出。在尖端技术领域，变革尤为显著。不

到十年的时间里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相关技术应用已在消费者和企

业中快速的成倍增长，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此外，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开辟了新的行业，技术已经发展了数十年，制

定政策时，也通常考虑该行业的潜在影响。

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三方面对制定政策具

有特殊意义。首先，由于数字技术的扩展，商品生产部门与服务部门

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传统的成本竞争优势变得难以识别并应用，因

为实体物品的使用越来越依赖与“产品云”的联系。其次，重新开始讨

论索罗（Solow）悖论（“除了无法统计生产力，其他领域计算机无处

不在”》）。关于平台经济对生产力影响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但结论仍

遥遥无期。特别指出测量误差和实施滞后以及互补性产生的衍生问题

（迈克菲（McAfee）与布吕诺尔夫松（Brynjolfsso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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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影响是与政策决策最紧密相关的，也可能是最不确定的。

新技术的影响，特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就业水平和质量的影响，

将在从补偿受害产业机制到重新进行教育规划中可以观察。2013年后

的估计结果差异很大。然而，无论如何，影响却很深远，尤其在就业

增长缓慢或劳动年龄人口强劲增长的状况下。机器人成本的快速下降

及其更强大的功能很快的被不同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采用。技术进步

制造出尺寸便于操作并容易纳入生产结构中的机器人，从工业机器人

到仓储机器人，甚至为呼叫中心(call centers)提供服务。加上成本

下降，机器人加速融入生产过程。2015年，焊接机器人的成本为每小

时8美元，相当于巴西同工种工人劳动成本。估计到2018年，这种等

效性也将出现在墨西哥的制造业部门（见图3）。

图 3
巴西和墨西哥：焊接机器人和制造业人力劳动平均成本演变，2015-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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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就劳动者迁移而言，新技术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当时职业结

构，因国家而异。还取决于引入的新技术——包括购置、调试、安

装、培训、维护和升级成本——基础设施环境要求有可能导致从技术

转变为经济上可行的替代，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比发达国家更

为复杂（韦勒（Weller），2017）。此外，受社会与政治所限，这些

技术在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普及时间可能差别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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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外部的脆弱性

A.	增长和外部限制

2010、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复苏期过后，该区域各经济体增长

放缓。2012年至2017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3％2 ，低于2000至2008年

（3.8％）。这一结果远低于同期东南亚（5.3％）、北非（3.1％）

和欧洲大型新兴经济体（2.8％）等地区的纪录3。

为了维持就业、正规且较高工资份额，经济增长必须伴随劳动

力供给增长。在经济活力最强劲的年代（2009年之前），就业机会

密集，部分源于较快的增长节奏，而且就业产品弹性也异常的高

（ECLAC，2017a）。在此期间内，经济增长超越人口增长阈值，失业

率显著下降4 。本区域整体阈值约为2.5％，南美洲为2.4％，中美洲

和墨西哥为2.5％，加勒比地区为2.7％5 。直到2014年，该区域的增

长仍然高于上述阈值，但增长速度很难抵消人口增长并维持就业率。

随后，该区域的平均增长率降到临界值以下，失业率上升，2016年失

业率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1.6个百分点，自2014年以来累计增长了2.0

个百分点6。

将维持就业所需增长率与外部均衡增长率进行对比很重要。经济增

长可能周期波动，但长远来看，这比率不能远离平衡的外部计算。为了

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2017年的数据符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2017年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经济体初步概览》中的预测（ECLAC，2018）。 

3	 2017年东南亚国家、北非国家和欧洲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数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相
符。

4	 增长阈值的计算为人口增长与就业与产品弹性之间的商数。据此可估算经济增长应该是多少，以
便符合就业总数与人口增长步调，就业率来保持稳定。

5	 在过去16年中，该阈值被认为是1.2％的平均营养生长增长率和0.48的就业产品与弹性。
6	 2014年的失业率是过去20年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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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增长的外部可持续性，通常会估计出口世界收入弹性和进口国内收

入弹性。瑟尔沃尔（Thirlwall）定律（1979）指出，考虑到贸易伙伴

的增长率，一个国家长期的外部均衡相应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出口和进口

弹性之间的商数。次区域分析显示，南美洲近年来其弹性商数或瑟尔沃

尔状况显著恶化，这通常是由于出口收入弹性下降所致7。相反地，中

美洲和墨西哥小组中，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出口收入弹性的增加，瑟

尔沃尔状况有所改善。

外贸弹性动态揭示了技术差距带来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专业

化的特征以及其他变量则影响该区域各国整体竞争力（ECLAC，2007

和2010）。在世界需求波动较大（凯恩斯效率）并且技术成分较多（

熊彼特效率）的生产专业经济体中，对世界生产增长的贡献是指日可

待的，与本地经常账户中的余额增长是相符的8 。南美洲出口收入弹

性下滑与出口中初级产品份额增加有关。另一方面，在中美洲和墨西

哥，中等技术的出口份额增加，出口篮子趋于多样化。在加勒比地

区，对原材料和加工原料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但出口产品出现了更

高程度多样化9 。

抵消人口增长所需的最低增长阈值和长期外部均衡相符的最高增长

边界之间的接近程度反映出结构主义观点的有效性，因为就业的产生最

终受到外部增长的限制，也就是说，生产专业化情况。从图4中可以看

出，在该区域中的许多国家（位于45°线以下的国家），抵消人口增长

的最低增长阈值（横轴）高于长期外部可持续增长最高边界（纵轴）。

技术革命背景下，结构问题以及外部脆弱性问题趋向加剧。如果

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新产业和知识传播滞后，该区域将更加难以参

与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难以提高增长率。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数字

化日益增加使工作需求减少，失业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7	 唯一的例外是巴拉圭，采用大豆生产新技术改善甚微，而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早已广泛并固定
采用新技术。

8	 拉丁美洲不重视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反映了上述技术滞后情况。该区域参与世界高科技制成品
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8％下降到2015年的5％（ECLAC，2016c）。

9	 ECLAC根据赫尔芬 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计算，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
地区向世界出口商品量，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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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拉丁美洲（14个国家）：增长与外部平衡、与稳定就业率之间的关系，200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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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注： 瑟尔沃尔条件定义为 = 1 .   ，其中ε是出口收入弹性， 是进口收入弹性，z是商业伙伴

增长， 1是出口和进口之间关系，y*是国内经济增长与长期经常账户平衡相适应。假定贸易伙伴增长
率为2％。

B.	金融化和外部的脆弱性

在外围金融化的背景下，金融账户的无限制开放意味着国际流动性（大

多来自货币政策和对核心国家普遍存在的风险厌恶）实际上是在没有限

制的情况下向外围传播的，成为短期经济动态的基本决定因素。近几十

年来，由于该区域加强金融开放，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日益加剧。

2008年危机之后，全球债券市场大幅增长。新兴经济体积极的参

与了这一进程，国际股票发行总量从2000年的约5000亿美元增加到

2016年的约7万亿美元。与此相反，发达经济体大都降低了上期的负

债水平。此债务进程的一个新特点是，与政府产业相比，发展中地区

私营部门成为国际证券重要发行者。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高额负债对该区域带来三个宏观经济后果。首

先，在某些债务阈值之上，公司获得的资金没有投入生产。第二，国

际收支金融账户构成发生变化，特别是与投资组合现金流有关账户。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与债券投资相关的累计年度现金流（对外部环

境变化更为敏感的）超过与贷款业务相关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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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影响是金融脆弱性加剧。根据明斯基（Minsky）方法区分

覆盖（对冲）、投机和庞氏骗局融资结构，其中后两者隐含着更大的

脆弱性，证据显示，在发行国际债券市场最活跃的公司，此类金融构

成增加（见图5）。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公司总数中，2009至2015年

期间处于庞氏骗局情况的公司比例从13.2％增至21.1％，而投机者从

48.6％上升到57.1％。这种增长是该地区未来投资和增长率不确定性

的另一个因素。

图 5
在国际债券市场处于庞氏骗局、投机或对冲情况下的公司比例， 2009-2015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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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来源于 R·穆里根（R. Mulligan） “A sectoral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3, Nº 4, 阿姆斯特丹, Elsevier, 2013; E. Torres Filho, N. Martins 
y C. Miaguti, “Minsky’s financial frag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companies in Brazil (2007–15)”, Working Paper, Nº 896, Annandale-on-
Hudson,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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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不平等：提高生产力的障碍

教育与医疗不平等，不但减少了技能和机会，也损害了创新和生产力

提高。一个人在完成小学或中学教育之前辍学，他余生生产潜力将会

受到影响。 同样条件下，以接受过多年正规教育的职工为标杆，提

早结束学业的人损失了工资、生产力与生活福利，。长期下来，这种

损失规模巨大。社会成本不仅限于辍学人群的未来收入损失，而且，

受高水平教育的人之间交流具有正向外部性。换句话说，投资教育的

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当不平等阻碍了接受教育时，其影响

不是局部的，而是广泛扩散的，影响整个经济体系。 

在拉丁美洲，18岁以上的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未完成第二阶段

中学教育，并且在最低和最高收入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差异显

著（见图6）。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情况有别。极端情况是危地马

拉，18岁以上人口中只有50％达到第一阶段的中学教育水平。另一极

端是智利，该数字则超过80％。 

活跃人口教育积累不足，是对生产能力造成不良后果的重要限制

因素之一。一种粗略估算方式是，计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实际收入，

与应达到而未达到最低教育水平的个人收入之间差异。在个人达到最

低教育水平情况下，收入无变化。 在每个国家均套用了Mincer公式，

根据一组协变量数来解释25至55岁之间就业人口（不包括在教育系统

内的）收入的对数值。

全部国家数据中，所有完成第一阶段中学教育的25至55岁劳动

者，其模拟收入高于目前家庭收入（见图7）。在差距较大的国家：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其家庭收入的变化约为25％，而在另一端的智

利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其变化则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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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拉丁美洲（17个国家）：18岁以上，五分之一收入占比且完成第一阶段的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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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以各国家庭调查为基础。

图 7
拉丁美洲（17个国家）：如果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中学教育，家庭收入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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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经委会  2018

19

上述计算中，假设劳动力的最高供给是按现行工资纳入劳动市场

的。这种简化方式，并未考虑劳动市场吸收高技能劳动者的能力，也

未考虑一般均衡的影响和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因此，计算的价值不

是预测，而是来阐明了不平等的代价。

在极度不平等社会中，提早辍学的决定不仅反映出天赋或努力的

差异，同时反映出缺乏获得教育的机会。例如，缺乏资金，社区或地

区中缺乏优质教育中心，或者有必要尽早进入劳动市场。父母和子女

几代人达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反映出这种不平等：在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不平等经济体中，比在平等社会严重得多。如果社会在

起跑点时就提供了相同的教育机会，那么这种相关性就不具理由。教

育方面的不平等是能力和机会不平等的代际传导带，也是低生产率长

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达武德（Daude）与罗巴诺（Robano）（2015）根据来自

Latinobarómetro公司的信息，评估了孩子与父母的教育成就，并对

该区域的18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将拉丁美洲估算结果与世界上其他结

果进行比较时，发现拉丁美洲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儿童的教育水平之间

的相关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及国家，如亚洲、非洲、欧洲和美国。

此外，该区域不同国家的估计数字显著不同：在哥斯达黎加，父母的

教育每增加了4年，对儿童的教育就增加了1.6年。而在危地马拉，这

一数字则提高到3.4年。

但这不仅仅源于获得教育的公平性。即使所有人在一出生都能平

等的获得技能，但歧视仍有可能影响对就业机会的期望。在以性别或

种族状况歧视为特征的社会中，受歧视的人知道他们会面临职业天花

板，或者至少与其他性别或种族的同龄人相比，将处于不利地位。

图8 显示了非洲裔10 和土著人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少，而且比其

他种族人民工作收入显著偏低。这限制了妇女、非洲裔和土著人民发

展，尽管他们取得了教育成就，但在劳动市场上并没有更好的前景。

任何对学习的抑制都是对创新和生产力的障碍，不仅增加直接、立即

显现的损失，也意味着会耽误一位有才之人。

纠正不平等并不是只有高收入水平国家才能负担得起的好处，也

是落后国家要追上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必要条件。 

10	 “非洲裔”一词被某些国家接受，但在其他国家则被驳斥。 拉加经委会承认争议，并认为此概念
并未得到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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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5 拉丁美洲（选定国家）：根据性别，种族和受教育年限，全国总人口中15岁

及以上就业人口月平均劳动收入，2015年左右
 (2010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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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以住户调查数据库 (HSDB)为依据。
a	 包括：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015年），巴西（2015年），智利（2015年），厄瓜多尔（2016年），

危地马拉（2014年），墨西哥（2016年），尼加拉瓜（2014年），秘鲁（2016年）和乌拉圭（2016
年）。

b	 包括：巴西（2015年），厄瓜多尔（2016年），秘鲁（2016年）和乌拉圭（2016年）。
c	 不包括非洲裔人口。
d	 不包括土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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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不平等造成领土分裂和环境恶化

从其他方面研究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其中之一是领土问题，因为贫

困或低水平的发展集中在某些地区。无论是城市本身还是与农村的

关系，城市是这种领土变化的一部分，往往在空间上集中发展并产

生两极分化，。另一种型态的不平等与环境恶化有关，低收入的群

体遭受严重的城市地区污染负面影响，贫困农民必须在最落后的农

村生态系统中工作。另一方面，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模式加强，

不断产生领土和环境不平等。以整体的方式对这些不平等现象加以

分析，能够辨识出当前模式的局限性，讨论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新模式依据，承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作用是“经济过程物

质、生态系统、环境和能源基础”（桑克尔（Sunkel），1996）。

A.	不平等区域

长期传统研究表明，收入和能力空间集中是区域经济变化的关键。

现代区域经济核心理论不是徒劳无功的，而是一个中心——边缘模

式，其主要变量（增加收益、专业化模式和本地化技术传播）是拉

加经委会和发展理论先驱当时所推崇的。 

拉加经委会编制的2015年拉丁美洲区域发展指数（RDI）为地域不

平等提供了广泛的视角。与每个国家平均值作为参考标准的领土差异

传统分析法不同，RDI将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175个地区相对发展水平

与该区域平均值进行了比较（见地图1）11。此专注点包括人均国内生

11	 RDI是一个综合指数，根据十个变量（农村人口百分比、就业率、非采掘业人均GDP、文盲率、高
等教育人口、婴幼儿死亡率、预期寿命 凶杀率无室内用水住房、有电脑家庭/住房）、8个国家
和175个一级政治行政区（区域，州，省和分区）进行分析，以2015年及前后时期为参考。将变量
进行标准化操作，产生一个得分，根据该得分，将各发展程度用五分位数进行分组：高、中高、
中、中低和低发展程度。在175个地区中也存在很高的异质性。参见拉加经委会（2017b，附件1）
中的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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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GDP)的其他方面，如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的取得。2015年

的RDI辨识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对最滞后的宏观区域，其中包括巴

西东北部、墨西哥西南部以及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和秘鲁的安第斯、亚马逊地区。相反的是，结果最好的地区通常是

首都或最大的都市区。

如果根据该指标将这些地区划分为五个发展层次，可以观察到，

居住在RDI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的地区人口超过8700万人，约占分

析国家总人口的18％，GDP份额仅占9％。高发展水平人口总数达1.58

亿，占八个国家总人口的32％，占GDP的47％。在预期寿命、婴幼儿死

亡率、文盲和获得饮用水等社会指标中，各阶层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

显。例如，与高RDI相比，在RDI较低的地区其婴幼儿死亡率则翻倍。

地图 1
拉丁美洲（8个国家）：区域发展指数（RDI）2015a

低 
中低

中
中高

高
无信息的国家

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201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全景》(LC/W.671)，
圣地牙哥，2015。
注：本地图上的界限和名称并不意味着获得联合国的官方支持或接受。
a	 分析的国家是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



拉加经委会  2018

23

B.	基础设施和领土区块化

基础设施投资主导模式增加了区域差异。该区域的基础设施一般保

持了飞地特点（穆聂思（Muñoz）与佩雷斯（Pérez），2017），

主要为了将矿产和农产品运输到港口出口。基础设施节点仍然与采

掘自然资源和出口相关。久而久之，运输网格进行了容量与质量更

新，但每个国家或整个地区连通性仍然不足。

该区域的内部联系、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不仅支离破碎，而且经济

和环境运行效率极低。根据2013年数据，南美洲区域内贸易的主要运

输方式是海运，占总量63％，占总值46.3％，其余以公路运输为主，

分别占运输量、总值30.4％、39.5％。关于各国的国内运输，总运营

量86％依靠公路。国家级别数据显示，国内货物运输均使用相同的方

式，公路运输占主导地位，即使在拥有铁路或河流网络的国家，如阿

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或墨西哥（见图9和10）也是如此。

图 9
南美洲：区域内贸易模式的分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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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39.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量 值

其它
河流运输

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
海洋运输

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国际运输数据库 (I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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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拉丁美洲（4个国家）：内部模式的分布，2013

 (以每公里运输的吨数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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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数据，。

注：有关哥伦比亚的信息以吨计。

运输模式造成大量能源效率损失以及高碳排放非再生能源消耗。

因此，河流和铁路运输方式互补性及其能源使用优势在该区域内未得

到充分利用12 。

基础设施的政策性公共投资空间尚未得到合适及充分的利用。陆

地交通连通性不足，取得基本服务与先进基础设施方式不平等，以及

环境不可持续性模式揭示了该区域传统公共投资政策的局限性。

C.	城市的隔离

许多情况下，中心——边缘的互动反映在乡村与城市不对称变化

中，某些城市地区有贫困集中的问题，这些地区欠缺国家应提供的

商品和服务。例如，在获得基本饮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内

部差距，农村和城市之间差距被放大。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

庭，卫生覆盖范围比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更广（见图11），农村地

区的差距远大于城市。同时电力供应也存在很大差距。

12	 1,000辆卡车运输的30,000公吨可用驳船或24列火车运输。如果载重量为1吨的卡车使用相同数量
的柴油（1吨）来行驶241公里，那么驳船可以行驶该距离的四倍以上（991公里），火车则可行驶
三倍以上（769公里）（普拉塔流域常设运输委员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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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7个国家）：最高收入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城市家庭卫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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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以住户调查数据库(HSDB)为依据。 

克服针对新农村的不对称性，恢复农村对新一代的吸引力是至关

重要的。农村以复杂多变的方式与城市互动，在两者之间产生出多领

域融合。尤其必须承认农村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包括妇女、青

年人、土著居民和非洲裔人口的新角色及重要性。

差距是根深蒂固的。在一些低收入家庭中，通过技术解决方案所

提供的饮水或卫生设施的质量无法确保与高收入家庭相同（例如，距

离房屋一定距离的公共水池或水源、水井或分送车，与富裕家庭的饮

用水网络，或厕所、化粪池与富裕家庭污水网络无法比拟）。此外，

供水通常是间歇性的，由于干旱或其他原因经常造成中断。

公共服务提供的差距与贫民窟13 的持续存在有关，贫民窟居民

经常面临及暴露在严重传染病、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风险中。另一

方面，公共政策成本很高，因为铲除规范城市内的贫民区，成本昂

贵。1990年至2014年期间，本区域中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口比例从34％

下降到21％。如果考虑绝对值，虽然已有200万人离开了贫民窟，但

仍有超过1亿人居住在这样的定居点。

不仅在基本服务方面，在获取数字技术等更先进服务方面，因收

入水平不同，仍存在巨大差距（见图12）。尽管近年来几乎所有五分

之一收入人口中的互联网接入都有所增加，但在最高和最低收入五分

之一的家庭中，获得这种技术的家庭数量之间存在的差异（最低与最

13	 “贫民窟”一词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用词，如：“苦难庄”、“青年镇”、“营地”、“回收
区”、“棚户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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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五分之一相比）仍然明显。在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几乎是4倍，在乌

拉圭，厄瓜多尔和巴西，是8到9倍，多民族玻利维亚国21倍，秘鲁则

是45倍。这阻碍了在线获取医疗、教育和政府的相关服务，并对拉丁

美洲国家的电子商务产生了负面影响，电子商务是成为区域一体化的

工具，特别是在数字商品和服务的领域。需要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接

入手段，提供所有这些服务和应用程序，。

图 12
拉丁美洲（9个国家）：按收入的五分之一拥有网络的家庭，2011年及2015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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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区域宽带观察站 (OBRA)，根据住户调查。

注：家庭人均收入的计算方法在所包含的期间内曾被修改。不同国家/区域中的互联网连接类型如
下：巴拉圭，有线或无线互联网和USB调制解调器互联网。厄瓜多尔电话接入、专线、有线调制解调
器和移动宽带。乌拉圭固定宽带、移动宽带和专线。在智利，除移动电话或其他移动设备外，固定宽
带和移动宽带合约和预付费。在哥斯达黎加，以住房楼层进行调查咨询，可能包括一个以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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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一季度，该区域中的18个国家的3G网络覆盖率超

过90％，4G网络的覆盖率则接近70％。然而与需求相关的差距仍然很大

（覆盖率减服务的有效需求），因为平均用户数仅占覆盖人口的53％。

D.	城市交通：不平等，低效率和环境成本的结合 

城市交通情况结合了不平等、生产和能源效率低下以及环境恶化等

问题。虽然该区域有60％的大都市区人口步行、骑自行车或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但社会在私人车辆上的花费是集体运输系统的三倍14。

一辆车所占据的空间比使用公交车的人多30倍，比使用自行车的多5

倍（拉加经委会，2017c）。与此同时，加上公交车的通勤时间比汽

车多50％至220％，导致空间隔离和公共交通系统有利于高收入人口

（CAF，2016）。 

有足够空间增加清洁公共交通方式的参与。根据拉丁美洲开发银

行城市交通观察站（CAF）2015年的数据，56.4％的日常交通是通过

公共交通进行的，其中电动火车和地铁的覆盖率约为16％。地铁和火

车线路是交通可持续性的成熟解决方案，不但构成了重要的投资机

会，也可加强社会包容性、经济和环境效率，满足城市交通需求，提

高竞争力和活力。虽然拉丁美洲有几个城市在这方面有一些具价值的

举措，但主流趋势（见图13）却表明了类似于美国（汽车使用率为

80％）和挪威（汽车使用率为60％）的轨迹。

在实施适当的公共系统时，空间隔离、拥堵和滞后会增加通勤时间

并促进用户逃离这些服务（见图14）15。 如同教育、医疗、安全以及饮

用水问题，类似决定因素会让用户从公共服务转移到私人服务。

14	 根据CAF（2009），“社会投入了庞大的资金来建造道路和交通系统，并购买运输车辆。最大的投
资是私人车辆（63％）和城市道路（17％）。对集体运输系统（铁路和公交车辆）的投资相当于
总额的20％”。

15	 包括蒙得维的亚、基多、圣地亚哥和圣保罗（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城市样本中显示出公共交通
的参与总交通的情况有所减少（CAF，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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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拉丁美洲（13个国家）：汽车使用率，人均GDP和与美国、挪威趋势比较， 

2005-2015
(每千名居民的费率和2011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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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拉丁美洲（12个大都市区）：私家车和公交车的通勤时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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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勤时间成本之外，该区域内的城市交通主导模式低效率也

影响着能源消费模式，造成城市污染，危害人民健康。事实上，每辆

私人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公交车一位乘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5倍，比地铁乘客排放量高出5倍（拉加经委会，2017c）。 

2014年，该区域中的29个大城市所使用的个人车辆（汽车和摩托

车）消耗了所有运输使用能源的66％，公交车消耗了30％，有轨车辆是

4％。大约94％的运输使用化石能源（Enerdata，2015），减缓了能源

模型的脱碳进程。虽然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和乌拉圭等一些国

家在发电脱碳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尚未发现对运输的重大影响16 。

私人运输不仅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也造成污染。除了氮氧化物

（NOx）以外，私人运输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总体而言，城市

交通是该区域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占38％，发电行业占21％，工业占17％（联合国人居

署，2012）。尽管全球城市运输所产生出的悬浮细颗粒物（PM2.5）

占25％（卡拉古里亚纳（Karaguliana）等人，2015），这一数字

在巴西增加到34％，该区域其它地区为30％。在悬浮颗粒达10微米

（PM10）的情况下，运输占其排放量的38％。相对而言，该区域的城

市交通污染程度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E.	不平等和环境成本

应当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代际公正问题进行分析，这一问题并不会

因为未来消费贴现率而减少（贝尔特拉蒂（Beltratti），·齐切尔

尼斯基（Chichilnisky）和希尔（Heal），1993）。有一种增长轨

迹，使后代有权享受与当代人一样的福祉，这一权利与生态系统的

破坏程度息息相关。在这种破坏和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预期的情

况下（见图15），代际平等的必要性是刻不容缓的。

16	 运输电气化会降低能量基质的碳含量，但除了燃烧的黑碳之外，粗颗粒（MP10）的排放不会显着
降低，因为它们也来自车辆的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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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1986-2005年平均相对全球1900-2100年每年表面温度异常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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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B: Region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V. R. Barros y otro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y D. Weston, 
“State of the planet, Kyoto and technical fix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Warming: 
The Terminal Crisis, Londres, Routledge, 2013.

注：RCP：代表特许集中轨迹，RCP2.6：缓解情况，被动辐射极低，RCP4.5和RCP6.0：稳定情
况，RCP8.5：温室气体排放量极高情况。

世代之间的不平等会造成未来生产力的成本也会减少生态系统的生

产性服务。同时，不平等也会影响当代人的环境和生产力。例如，所使

用的交通工具在城市所排放污染物对健康产生明显影响。在环境问题中

没有代际公正（相应的福利和生产力的成本）的情况下，每个收入领

域用不成比例的方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都会增加每一代所受到影响。

荒漠化是不可持续农业活动的另一个后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2015）估计该区域约有60％的干旱土地。另一方面，超过

3亿公顷的土地是荒漠化的农田，相当于可耕作土地约20％。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IFAD）估计，到2050年会有50％的生产性土地荒漠化

（IFAD，2010）。贫瘠土壤出现退化，有机碳化合物损失。

土壤退化，肥料大量使用，用于补偿自然资源的损失。与此同

时，杀菌剂、除草剂和杀虫剂等农药的使用强度更大了，对人们的健

康和环境构成威胁。通过分析土地生产力变化趋势：《全球地球展望

报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显示出世界植被土地表面的

土壤生产力下降了约20％的证据。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南美洲和非

洲，分别占27％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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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显着下降，而在亚洲的

经济体中，这一比率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而增加，符合库兹涅茨

（Kuznets）环境曲线预测。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或北非等

经济体并未跟随相同模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种关系保持

不变。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的假设并不总是实际情况，污染与人均收入

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最初考虑的那么直接。这是因为该曲线的两个决定

力（结构变化和技术变化）取决于加速或阻止污染的政策和制度。

需要进行长远的技术改造使该区域能够实现碳排放量减少。一方

面必须减少每单位能源消耗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则必须减少每单位

人均收入的能源消耗。图16显示了每单位收入所消耗的能源，说明进

展不大。目前的排放和能源效率水平远远低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水平

和世界其他地区已达到的水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生，将违反《巴

黎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订定的气候目标。中长期来看，这

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图16
人均GDP与经济能源强度之间关系的演变，1971-2014
(每千美元GDP的千克石油等量和2010年的美元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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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其能源需求之间并未实际脱钩。这与欧盟的

努力形成对比，欧盟已将能源强度降低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

下，甚至比美国和加拿大的能源强度还低，这突显了有效利用能源和

能源供应多样化的政策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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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制度和特权文化

A.	平等和效率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不平等所造成问题的共同决定因素是与安全、教育、医疗和环境相

关的公共产品和外部服务缺乏或质量低，缺乏保证机会均等的规

则制度。国家提供的主要公共事业（今日仍是其能力建设的强大动

力）是国防。居领导地位的企业在其市场中所应用的多项创新均起

源于国防目的的研究，或者受到其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发达国

家的政府越来越转向生产福利国家所要求的公共产品，但不意味者

远离技术前沿（以其生产力水平评估）。普遍存在的政治制度是公

共产品生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果各国收入水平的影响受到控

制，民主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则存在正向且统计上稳健的关系（迪

肯（Deacon），2009）17。

与国家层面的情况类似，国际体系中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阻碍了

向更多、更全面公共产品新模式转型。就此而言，超全球化——全面商

业与金融自由化，除了最大限度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必要的规则外，

无其他规则——与民族国家和民主的同时存在是不相容的（罗德里克

（Rodrik），2011）。这是因为超全球化减少了本该由国家居民决定的

开放问题。在超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逐渐减少管理，为了使市场规则合

法化（“别无他法”的观点）。特别是由于金融市场能够在各国之间快

速灵活地转移资源，不仅可以在不同货币的利润率和债券收益率之间进

行裁决，还在政策之间进行裁决。这些效应-通常与经济的基本变量无

17	 阿莱西纳（Alesina），莱克（Reich）和里伯尼（Ribboni）（2017）主张，向所有人口大规模
扩大公共物品的供应是各国实现有效发展军事力量的方式。分配公平和政治哲学观点见卡尔霍夫
（Kallhoff）（2011）。 另参考阿西墨格鲁（Acemoglu）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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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关联——关系到货币价值、负债能力以及信贷扩张或收缩，对政府

决策甚至发布公告，产生强烈影响。转述戴高乐时期一位部长所言，这

是国际体系赋予一小部分金融投资者“过度特权”。这种流动性降低了

各国征税能力，应征收的税负由避税天堂系统性规避 18 。从这个意义

而言，特权文化也在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之一是，社会结构中，提供公共产

品和产生外部效应的网络及公共和私人组织的传播种类和程度不同

（诺斯（North），瓦里斯（Wallis）和维格斯特（Weingast），2009）。

公共产品具有生产成本并产生分配影响。即使公共产品的提供导致经

济的新形态使效率和福利水平提升，朝向新均衡的过渡也会产生某种

冲突，将从业者的收入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联系起来。当前配置中处于

更有利地位的人群倾向于投入资源并努力阻碍或避免这种转变。通过

增加市场进入机会，加强生产部门创新和变革，公共产品的提供为新

社会和商业行为者竞争打开了大门，威胁到已形成的利润。民主和政

治平等开辟的空间有利于平衡更多公共产品供给同盟。 

因此，可从不同角度分析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拉加

经委会，2014）。公共产品生产效率高的国家与高度组织化、多样

化公民社会密切相关，市场则通过创新和竞争来补充合作。传统经

济文献往往认为尊重产权是唯一重要的制度，一般来说，这意味着

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减少存在和份额（张（Chang），2006）。但是，

越是尊重私人合同的国家征税越高（贝斯利（Besley）和佩尔松

（Persson），2010）。因为税收不但为国家提供建设资金，也是公

共产品生产的关键。如果缺少这种能力，市场活力减少，或受到周期

性增长的影响，公共产品缺乏或不平等引起的社会冲突，对增长造成

影响，因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而加剧。

不平等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持续。贫困的代际传承反映并加强了排斥

制度引发的代际传承。其中原因之一是，不平等被纳入社会文化，这种

文化认为某些群体享有其他人无法享受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形成

了一种特权文化，这种文化被特权群体和被排斥群体默默接受。

总之，不平等对学习和技能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太明显，但却非常

重要：国家能力和公共政策有效性被削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下，社

会管理关系和文化阻碍生产力提高，限制了公共产品供应市场竞争及

18	 近期避税天堂帐户文件泄露事件，被称为“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均揭示了这些特权的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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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创新。将消除不平等与贫困的斗争，视为对效率的牺牲，忽视

不平等才是社会关系中和不平等经济生产结构的起因。反之，在民主

社会中，公共物品是平等的，带来归属感 19。

B.	根深蒂固的特权文化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权文化使不平等深深扎根并不断复

制。特权文化起源因征服和殖民，难以辨认，土著人民被迫劳动，

非洲裔被奴役，财产和资源被掠夺，信仰和价值观被禁止，人民遭

受了系统性的虐待，公民身份也被剥夺。这种否定他人的文化伴随

着与先天或半先天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权，表现在种族和民族状

况、性别、原著地文化、语言和宗教（卡尔德隆（Calderón），霍

庞海因（Hopenhayn）和奥托内（Ottone），1994和1996）方面，

构成了特权文化的历史基础，这种文化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等

级，至今依然如此。

否认他人不仅应用于殖民时代的土著和非洲裔，而且还延续到欧

洲和美洲土著混血儿，非裔和土著混血儿和妇女，共和国建立后，这

种文化扩大到移民、农民、文盲、贫民窟居民和家庭佣人群体。殖民

建立这种统治标志，通过这种标志，强加差异阶层占了上风，也同时

分化出层级化的差异：征服者、殖民者、在拉美出生的欧洲裔、土地

所有者、达官贵人、贵族、政治家。 

特权文化可以从三个基本特征理解，这些特征可以追溯到殖民逻

辑，并在共和历史中不但被变形、被保留。首先是不平等差异。先天

或半先天的条件是证明产权、权力、生活水平、资产获取、影响力网

络和公民身份地位不平等因素。将这种不同和不平等成为精英和主流

群体阶级常识，也就是说，被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条件。这种统治

形式霸权特征正好建立在历史建构中（种族、性别、民族或人口等级

制度），被内化为一种近乎自然的现实。

特权文化中的第二个特征是建立这种等级制度的人不是公正的法

官，而是利益追求者，同时扮演裁判和球员。这类人由于阶级或血统

起源、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性别归属、家世、文化或权力精英的归

属性，或所有权利的组合，而获得特权地位。

19	 公共物品的提供（如公众可以取得的产品），不仅是团结的明显标志，也是为每位公民提供为产生
集体成就的共同承诺。公共产品制度基本上概括了社会的进步程度（Kallhoff，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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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为了使特权有效并延续下去，等级制度

必须通过行为人制度、规则和实践进行传播。这样一方面建立了一种

辩证法，将差异化为不平等，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结构和制度，将不

平等进行复制。在这种辩证法中，特权文化为群体生活中多项领域的

不对称提供了保障，例如获得商业和金融领域的特权地位、决定权或

审议权，在媒体中不经意曝光特权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假公

济私，制定特别司法和税收条件，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服务，并可以轻

松取得最适合居住、出行、受教育、富足和福利好的地方。

通过特权文化，过去的不平等在当代被传播和再现。例如，其祖

先被奴役并被强迫劳动的非洲裔继续遭受更高度贫困、较低的教育水

平，必须接受领土隔离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市场中，从事最不稳定的

职业。土著和非洲裔人口的贫困率高于其他人口，收入分配不均，说

明了种族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非洲裔和土著在本区域的比例相

当高，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拉加经委会，2016b）。 

监狱中的非洲裔人数过多是不平等的另一个例子，监狱人口居世

界最高的国家，如美国和巴西，这是现状。2005年至2012年期间，在

巴西被监禁者人数增加了74％，被捕的非洲裔人数相当于被捕白人人

数的1.5倍20。

从平等发展的角度来看，特权文化是关键，制约了社会结构和所

在地可取得的教育、医疗、工作、安全和可居住性之间的自然关系。

这种变化在多个领域中传播，在结构与制度因素的配合下，不平等的

秩序被固化或重新创造，如税收、自然资源或融资费用，对政治权力

的封锁，领土隔离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生活质量细节、大众为环境

退化和气候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代际社会流动性僵化、或根据先天因

素或种族起源造成的能力分隔和福利获得。 

该区域的税收制度显示出这种特权文化。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豁免、漏税和逃税等税负特权依然存在。大部分的税收负担是间

接的，落在消费上，而所得税的税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该区域的平均税负是欧盟15个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这差异主要集中

在个人所得税上。在该区域，虽然大部分税收来自消费税并具有回归

效应，在2014年，十分位数第十位收入的有效税率达到4.8％，相对

于欧盟国家中21.3％的平均水平。

20	 参阅巴西，共和国总统秘书处（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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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财政政策的重新分配权与发达经济体的财

政政策之间的巨大差异体现在现金转移和直接税负中，因为教育和保

健的支出分布导致基尼系数下降。在两个地区中的情况相似。平均而

言，该区域的基尼系数在直接财政支出后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公

共教育和医疗服务则使指数额外降低了6个百分点。相反地，在欧洲

国家和其他经合组织的经济体中，货币转移和个人所得税的联合再分

配效应分别平均为19和17个百分点，而通过公共实体支出所实施的再

分配则在6到7个百分点之间。图17强调，在该区域减少不平等的财政

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差异很大。

税收的再分配效应是微薄的，无论是税收组成还是税务，缺乏有效

的税务控制以及现行的特许权使用费，都是特权制度的一部分，在这种

制度中，收入更多的人没有通过缴税来履行社会承诺，未对共同利益作

出贡献。相反地，通过税收实现明显的再分配效应，被视为一种社会规

范，不仅对促进平等至关重要，也关系到平等权利的沟通和提高认识。

图 1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6个国家）：根据通过财政政策工具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

尼系数，2011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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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平等不仅会带来经济后果，还会带来政治、社会和文化

后果，造成社会支离破碎，降低社会互动与互惠互信，归属感薄弱，

难以形成一致观点，合作、珍惜并保护公共产品意愿不高。这些表现

在社会关系各个领域，例如暴力和支持民主，都反映了该区域社会中

排斥制度和分裂力量。

C.	暴力和民主

在战争或武装冲突地区，以每10万居民凶杀率衡量，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不仅是世界上最不平等也是最暴力的地区。虽然这是一个

和平的区域，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国内武装冲突也已经通过政治

谈判结束，但故意杀人的案件数远远超过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

度应有的数量。

2015年，全球凶杀率为每10万居民8.3人，这一数字与2010年相

比略有下降（见图18）。在此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所有

次区域的凶杀率均有所提高，但异质性很大。中美洲和墨西哥情况最

糟糕，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同时加勒比国家达到每10万居民25人

的比率，意味着这些地方暴力最严重，占据世界第三位。南美洲的平

均值是两种不同情况的结果：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比率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平均值3到7

倍。在南锥地区恶化较严重，增加了60％以上。 

在美洲大陆，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暴力和高凶杀率并

非新现象。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高凶杀率在二十世纪后期有所下

降，但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间，特别是在墨西哥、中美洲的北三角和 

一些加勒比国家，不但无改善甚至明显恶化。

对整个地区而言，暴力起源可能从政治动机转变到与普通犯罪和

有组织犯罪相关原因。在此背景下，杀害妇女引起曝光，使这一现象

逐渐被唾弃，这是性别关系中不平等的极端表现，也是保护妇女无暴

力生活权利未达成的目标。特别是在中美洲北部的三角地区和多米尼

加共和国，性别暴力密集，严重程度一直持续着。

制度排除也反映在该区域的民主价值观念中。拉丁美洲最重要的

进步之一是终结上个世纪频繁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和军事独裁

政权。虽然差异很大，但选举仍定期举行，使政治民主得到巩固。这

些成就并非没有风险和挫折。正式尊重合法程序与民主削弱共存，是

一种充分发挥权利和有效分权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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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全球凶杀案发生率，按地区和次区域以每10万居民计算，2010 和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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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统计数据， 
Statistics [在线]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html, 2017 。
a	 2010年，次区域的简单平均数包括：非洲（47个国家），南部非洲（5个国家），北美洲（4个国

家），中美洲和墨西哥（8个国家），加勒比（16个国家）， 南锥地区（3） 国家：阿根廷，智利
和乌拉圭），南美洲（9个国家），亚洲（49个国家），欧洲（42个国家），大洋洲（11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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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5年，次区域的简单平均数包括：非洲（31个国家），南部非洲（1个国家），北美洲（4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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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南美洲（7个国家），亚洲（22个国家），欧洲（33个国家），大洋洲（3个国家），世
界（110个国家）。

尽管有局限性，但民主的恢复与正常化，是非常重要的文明进

程。但是，民主并没有伴随经济与社会权利完全平等。民主政权的再

分配效应有限。一个重要的警示标志是，1995年至2016年期间，认为

民主优于任何其他政府形式的人口百分比不超过60％。此外，有20％

的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专制政府更为可取，另有20％的人对民主政

权和专制政权均漠不关心。

上述情况表明大部分人民对民主的结果并不满意，民主在减少不

平等方面的效率不高，国家机构不完善，公务员不可信，权力和利益

集团占领公共机构风险高。民主作为一种政权和公共利益，得不到充

分支持，原因不能机械性的归于该区域不平等的持续存在，还有政

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然而可以推测不平等程度及其对政治的

持续作用，造成该地区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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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加强使特权文化处于紧张状态。但是，同时出现了新问题，

即象征性的进步与民主向平等权利的实质进步之间的协调性。象征性的

进步是指民主制度和开放的审议空间，在群体想象中形成了公民权利平

等的社区观念。实质进步是指将这种意识转化为促进平等、制裁特权

的有效工具。为了实现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有必要引入制度变革，通过

社会平等协议来扭转特权文化，正如拉加经委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向

成员国提出的立场文件中所阐述的（拉加经委会，2014）。协议既是目

的也是手段：支持平等、学习民主以及审议程序，本身既是过程也是目

的，，是有利于平等政策连续性和渐进性的公共政策手段。在建立盟约

和制度过程中，集体学习必然产生。在这种过程中，权利平等文化在群

体意识中开辟了道路，限制了特权文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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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文化和当前的发展方式增加了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差异，同时产生

了收入不可持续的两极化。为应对这些变化，需要在全球，区域和国

家层面，应用多边方法并由所有相关行为者参与，来制定合作战略。

在此框架内，拉加经委会重申其论点，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根

据巨大的环境变革来启动新的发展模式。技术革命和环境危机减少了

干预的时间范围。当前这一代人是首批不能否认这些变化的重要一

代，也可能是奠定基础并启动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更

加公平、更关心环境的最后一代。 面对这一议题，《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强调了新模式的三个行动方向：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建设

权利与生产力提高的福利国家，经济与社会脱碳。

宏观经济学方面，以此重申必须采取以发展为导向的政策，除了

控制通货膨胀外，还应加强反周期工具，明确金融稳定、生产转型和

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拉加经委会，2010）。在社会政策方面，对权

利的关注、对实质性平等的追求，应被视为新福利制度的轴心，以使

经济体系的平等和效率发挥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在环境问题上，应

聚焦在脱碳的三大支柱上，其中包括社会和生产数字化，特别是微型

和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对于创造就业、工资发放方面极其重要，以

及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对可再生能源的重视。

促进发展的宏观经济学

促进发展的宏观经济学是指通过保护公共投资的反周期作用，保持真

正的稳定和金融稳定。通过减少投资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会加剧结构

性问题，导致长期更强的不稳定性。在该区域各国普遍存在的顺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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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削弱了投资项目的能力，延长了经济放缓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使恢复宏观经济平衡变得困难。

维持金融稳定需要采取宏观审慎的政策，避免脆弱的金融结构积

累，防止资产和信贷泡沫化。此外，利用这种稳定性假设作为必要条

件，保护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周期变幻冲击。金融市场具有更大金融深

度和流动性的经济体，可吸引更多资本但也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突然

变化影响（Eichengreen和Gupta，2014）。即使国际金融周期不是由

短期投资驱动的，也与金融流动的突然逆转无关，但国际信贷市场的

波动仍会造成金融和现状严重扭曲。在发展中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对汇率波动和原料价格的影响凸显了这种动态。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参与了拉加经委会的

历史性建议，即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以此作为维持稳定的一种方式，

以及实施反周期政策的条件。特别是这一规定对于管理汇率和竞争力

是至关重要的。国际金融流动的典型顺周期动态经常影响这些价格，

导致在繁荣（或危机）中的强烈升值（或贬值），经常帐户失衡。

福利国家

社会政策不仅在保护权利上发挥着核心作用，也激励着生产力。生产

结构和福利制度之间的新关系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两者是相互依存

的。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政策，为敏感的不同阶层提供优质服务和福

利，可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使社会更关注环境，增强自然灾害复原力

（拉加经委会，2017d）。

21世纪的平等与教育问题密切相关。全球应对自动化对就业可能

产生的冲击，主要政策之一是对教育的投资，将创新作为教学策略的

轴心，并培养儿童在未来社会中互动的技能（OECD，2016）。生产系

统快速技术变革与自动化，不仅对学校系统提出挑战，也使高等教育

和持续培训系统面临挑战。鉴于技术变革的快速性，必须开发劳动市

场所要求的新技能，优先考虑：i）在学校系统中定期接受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培训。ii）社会和行为、领导和管理

技能发展，因为感知力、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智慧创造力和社会智力

难以被自动化替代。iii）必须发展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和创

造力发展，如好奇心、想象力和关键能力等。iv）数字化世界操作技

能。v）增加公司和工作场所的培训时间和经验，以及vi）终身积极

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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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行动领域是建立或加强关怀体系，从权利角度看，需要一

种新的社会再生产逻辑，推动公共产品和服务合理供给，使无薪妇女

日常工作显现出来，并社会化。建立关怀体系的迫切性如下：i）为

女孩和男孩、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残疾者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更

大的发展可能性和更高水平的福祉。ii）社会生产工作去女性化并社

会化，释放妇女时间，利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发展人生规划，以及

iii）改变性别角色，实现男女之间更加公平的家庭照料分工。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贫困和不平等持续存在的情

况，作为社会关怀制度的补充和加强， 并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

性，对于最低收入保障的讨论越来越激烈 。最低收入是国家给予该国

居民满足基本需要的条件，以现金、定期方式发放。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最低收入的讨论，来源于是近期的非

缴费型社会福利扩展。从权利角度看，最低收入的实施，是过去20年来

货币限制并集中转移的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现金转移已合法化——

或在某些情况下，权利——可能收入与资产所有权或就业无关。 

在该区域各国中，最低收入保障可循序渐进，逐步并长期实施。

实施方式多种多样（按年龄组、按地区、按收入水平划分），将此作

为消除贫困的工具，按照每个国家的条件，最低收入保障目标是可以

实现的。

脱碳三主轴：数字化，可持续城市和可再生能源

平等、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战略中心，是通过巨大的环境推动力，引导

结构变革。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60）提出的大推

进理论（big push）是指，经济增长需要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必须在

协调过程中由不同部门同时进行，并由公共投资来驱动21。在多重投资

框架内，必须同时拥有广阔市场，整体投资的效果取决于投资之间的互

补性。由于这些投资发生在信息不完善的市场中，市场价格不是计算投

资决策的唯一基础。因此，公共政策的指导和协调功能是必要的。 

为了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和《新城市议

程》的框架内促进巨大的环境推动力，应实施政策，建立并加强管理，

促使经济飞跃，实现结构多样化，在不违反生命延续的生态限制的情

21	 “创造想取得成功，对投入发展的最低资源是有要求的。[...] 。推动一个国家实现自给自足的
增长就像飞机起飞一样。在飞机升起之前必须超过跑道上的临界速度[...]。一步一步地进行就
不会达到同时投入总和的效果。最小投资量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尽管不够）”(罗森斯坦·罗丹, 
1960, 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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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更加有效地管理自然遗产。工业和技术政策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

础，因为发展取决于新技术、新材料和商业模式的发展。这些政策必须

与其他领域的行动协调，例如税收、监管、公共投资、融资、基础设施

和教育。政策工具的层级和协调执行是巨大的环境推动力的本质。 

生产转型的新机会来源于数字技术应用、新技术和密集的能源工

业结构。一些例子如智慧城市管理、扩大公共交通运输能力、生物多

样性管理、农村地区复苏、淡水管理与持续利用、生物材料发展及可

再生能源生产，同时发展其价值链。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都是在变革

议程中，实现生产多样化的一种选择，这为社会包容创造了物质条

件，同时也将投资引入低碳增长的轨道。

技术之间的整合对于减少数字化环境影响、开发可再生能源也是

必要的。关于数字技术，特别是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在总能

源需求中举足轻重，并且越来越重要，其环境影响的范围，取决于使

用何种类型资源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取决于其生

产系统和长短距离传输网络的数字化进展。区域的数字产业政策应优

先考虑三个发展领域：

•	 固定和移动宽带基础设施，达到接近经合组织中等收入国家普及水

平，速度和延迟方面接近国际标准质量，服务价格具有竞争力。

•	 信息技术产业（硬件、平台、应用程序或数据）提高企业数字现

代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商质量。

•	 商业、产品和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业务能力。

该产业政策必须确保政府计划（国家、地方和区域）之间的协同

作用，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并保证投资、创新和监管透明度以及完善

评估及问责机制。制度的挑战包括： 

•	 扩大数字发展战略 （数字议程），采用转型和专业生产化政策，

关注微型和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创新。

•	 向监管模式转变，采用激励措施，满足网络投资新需求，并考虑

布局、操作兼容性、安全性、数据和隐私保护等互联网特征。 

•	 通过区域和国家法规协调，建设可利用规模和网络经济的区域性

数字市场。

政策建议涉及国际参与、基础设施和监管，以及供需行业。国际

参与政策将该区域与国际技术网络相连，并许可设备、高速网络、数

字平台和市场一体化等领域知识技能转让。通过国际合作工具、人力

资源培训、技术转让，吸引投资和网络创新，吸引优先专业化方案实

施所需新技术与商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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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监管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条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

投资，提高固定和移动宽带普及率与质量。在数据流量持续增长的情

况下，新一代网络投资过缓可能导致网络饱和。在互联互通环境中，

政策应保证投资、竞争与创新兼容。

供应政策——互联网创造生产和需求的技术能力——和企业数字

化能力的发展必须紧密结合，该区域的政策实施经常失败，是因为供

需支持工具之间缺乏协调。提案指向两个方向：一方面，通过研究中

心和技术型公司的推广，加强技术能力，及另一方面，在微型和中小

型企业中发展能力并促进生产领域数字化创新。

面对当前不可持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模式，新兴技术和产业为克

服城市问题提供了机会，城市可持续性是脱碳和生产多样化政策的核

心之一。城市中浪费现象不断增长，生活质量、社会包容及公共服务

改善方面面临挑战，为城市政策、《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带来投资契机。城市可以成为创新和投资基础，发展方式转向特

定部门和地区巨大的环境推动力推动的渐进式结构变革。

城市可持续性从能源、汽车、建筑和数字化行业技术进步中受

益。公共政策应通过城市商品和服务质量及绩效标准，引导并加速创

新。法规、部门的公共政策、私人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协调及应用可改

变生产模式。不仅如此，土地使用和城市包容的政策可加强新技术积

极影响。

城市交通对二氧化碳排放、空气污染以及通勤质量和时间有很大影

响，应成为管理焦点，。实施城市交通脱碳策略时，必须优先考虑公共

运输工具的电气化和多模式联合。除了推进系统创新之外，还必须促进

接驳车辆改变人员和货物流，及最终因为自驾车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促

进共享交通（汽车共享和共乘）的快速增长，使汽车保有量下降。

通过并用合理方式利用城市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参与过

程，并支持城市政策与生产转型，数字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促

进脱碳的战略工具，智能电网(smart grids)脱颖而出，这是通过数字

技术整合的电网。

关于大规模公共服务脱碳、城市地区技术变革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	 改善对公共服务的环境绩效和城市车辆排放量的监管，加速生产

部门的创新，特别是在交通和建设方面。

•	 在合理利用城市领土的基础上，加强地方财政，使生产活动脱碳

并减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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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数字技术的使用，通过虚拟化，改善城市运营，随之改善通

勤需求，各类服务更加便捷，优化公共服务（包括登记和地籍纪

录）和地方财政。数字化还必须加强和深化知情权，保证及时参

与关键决策，指导发展方式。

•	 制定国家城市政策，并在各级政府中制定工业和技术政策。

实现能源模式多样化政策，必须使法规有利于刺激设备和服务生

产，开发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更高的投资项目，包括建立存储系统

用于可再生资源周期性产生的大量能源，利用该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

源，创造与其生产和技术应用相关的生产链。这些存储系统将扩展到

水库、车辆与建筑物，使行业边界模糊。

能源模式脱碳（不同于液体化石燃料能量模型），即增加可再生

能源在发电中的应用，实施以下指南是很重要的：

•	 协调地区整体法规——目前仅适用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

哥——允许按照时间分区竞标，在黑暗时间内无需提供可再生能

源——特别是太阳能——，增加企业盈利能力。这种协调必须由

能源部与私营部门进行对话。

•	 替代生产链中的进口。 至今，通过交钥匙工程实现了非常规可再

生能源普及。巴西经验说明，促进零部件生产本地化工业政策具

有潜力。风能、太阳能及其他能源，如地热能源、生物柴油和潮

汐能源，或为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车辆，是该区域国家制造业有经

验的领域，尚有很大创新空间。由此可见，在转型过程中，跨拉

丁美洲企业对公共交通车队电气化提供车辆，是可行的。这一责

任应由能源、科学和技术部、大学和企业共同努力承担。 

•	 逐步将实际社会成本纳入经济成本，除采取其他行动，还需要逐

渐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评估排放量，为二氧化碳分配价格，

或反过来，奖励可再生能源投资。 

•	 逐步披露高碳轨迹的系统性风险——物理、技术和声誉损害等因

素——，将金融资产转化为金融负债（未实现资产或搁浅资产）。

这些资产可能会受到“气候泡沫”的影响。例如，在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地区过度投资（例如农业将面临风险），或者技术进步改变生

产或消费模式（例如，投入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或船，而非使用化

石能源、变得无法销售或无法支付的车辆）。中央银行、银行业、

保险公司和公共部门的购买，是促进此类政策实施的核心。

•	 通过协调风险和机遇，平衡学习曲线回报率，使可再生能源领域

银行融资规范化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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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努力中，该区域各国之间的互补性可以促进大规模投资。

使用风能和太阳能的项目小于使用化石燃料的项目，地理上分散，对

环境的影响较小，更容易获得许可，并且施工时间更短，增加了施工

灵活性，是为偏远社区提供电力的最佳解决方案。 

提高机构透明度与信任度

要迈向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国际和多边机构合作。在国际贸易中，

顺差国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连同促进低碳发展投资）将有助于平

衡这种贸易，而不会对逆差国家就业和增长造成不良后果，同时提升

全球增长和可持续性。多边合作使各国政府恢复协调行动的能力，稳

定全球财政，控制全球金融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避免投机泡沫和经济

周期深化对就业造成严重后果。 

同样地，国际劳工权利协议及福利国家降低掠夺性竞争风险，工

资是增加出口和吸引外国资本的主要调整变量。开放多边贸易体系中

国，生产和技术不对称减少，有利于最不发达国家创造就业机会，并

减少与移民相关的政治紧张局势。只有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和

机会，才能减少向发达国家的移民。大量移民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收

入和财富不平等、人口迅速增长所致。 

在公共政策中，促进环境巨变，需要以支持公民合法性为基础。

透明度、问责制、对政策和计划影响的评估、民众参与决策以及承认

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是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改善环境问题信息获取途径、参与和诉诸司法的举措，是推动

实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巨大的环境推动力有助于扩大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意

义。至今社会政策只关注两部分福利：民众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忽

视公共服务中集体消费的重要性，这种消费，是家庭间接收入的一部

分，并促进公民身份和归属感。

精英所标明的消费模式，相反地，却为公共服务退化提供了便

利，加速环境恶化。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大规模转向私人服务。低质

量和低安全服务，刺激了利用私人资源的流动，如大幅度放弃公共交

通，购物中心取代了公共空间，私人保安服务的增长，自我隔离的社

区，甚至饮用水的歧视，都是这一过程的表现。这些现象的累积效应

侵蚀了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公共领域的公民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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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使其运作规则吸引资源最丰富的行

业，不歧视最贫困群体，是重建公民共存、民主信任、包容和过渡的

关键，可达到环境影响较低，福祉较高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意指富

人也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公立学校受教育，饮用自来水，这也是不

同收入群体之间社会差距不大的地方。集体安全权利处于新福利制度

辩论中心，也是巨大环境推动力的重要部分。

发展的新风格

民主的质量不仅取决于促进平等权利的机构，也取决于具有社会归属

感的共存方式。具有最低碳足迹和能量模型变化的技术替代方案，应

同时寻求加强这种集体归属感。因此，战略和政策重点向更可持续的

生产、居住和消费方式的过渡，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通

过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迈向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减少社会差距和空间

隔离，并在创新和清洁技术传播基础上实现增长。

创新和数字革命的传播速度是呈指数增长的，渗透到生活各层面，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绝对不能掉队。利用技术创新领域的时候到了，

这些领域可以成为巨大环境推动工具，包括城市管理和运输、生物多样

性管理与保护、水循环与利用、社会关怀系统质量与获得机会、为新一

代培养新工作领域、生物材料开发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战略能力。 

就此而言，巨大的环境推动力与宏观经济，生产，社会和环境的

选择息息相关。由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该区域面临着延续恶性循

环的风险。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低生产率、不稳定增长，高度不平等

和严重的环境成本是相辅相成的，利用积极的宏观经济，低碳生产和

能源模型以及更高生活质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走向良性循环。

在本文件中，拉加经委会不仅评估了巨大环境推动力的规模，也

评估了诸多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到所有发展领域都是日益相

互依存的，这种规模更是显而易见。紧迫性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关系

到气候变化以及技术变革速度所衍生的机遇和风险。这不是推迟平等

时间的问题，而是承认提高平等效率，实现更稳健增长、加强生产基

础并确保子孙后代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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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是低效率的，不但阻碍学习，也阻碍生产力提升、创新和增

长。平等不仅是发展的固有道德原则，也是促进发展的关键工具。

延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自201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强调的平等，并延续《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绝不让一个人掉

队》的主旨， 本文分析了导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动态效率降低

的不平等机制。分析及衡量了医疗与教育不平等，对生产率和收入的

影响，以及性别、族群和种族歧视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后果。本文研究

这些不平等在领土、基础设施和城市动态中的表现，不仅对生产力，

也对能源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产生影响，殃及当代和后代发展机会。

创新和创造力的不平等带来的限制则更加激烈，在参与者的文化中被

内化，产生一种特权文化，其中许多公共产品和权利是不客观的，众

多无法享用，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互动和民主制度的信赖。

在本文件中，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在平等的基础上提高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体动态效率的战略指导方针。能力的发展和福利国家的建设是

新发展模式的核心组件。其中，技术革命将为低碳和技术密集型增长

作出贡献。在这种背景下，提高公共及私人对巨大环境推动力的投

资，借此增加生产结构多样化，降低结构的异质性。改变全球经济转

型速度，减少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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